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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
① 二十世纪初，法律史学科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学者以及学术经典之作，例如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梁启超的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和《九朝律考》、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以及杨鸿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

② 范忠信在其选编的《梁启超法学文集》中提及，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对于近代法学
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并赞誉梁启超为中国法律史学的开山鼻祖。梁启超所著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从
“战国以前的成文法”起开始考察，直到“明清成文法”，首次系统整理出了中国成文法的发展脉络，又首创历代律典篇
目变迁规律的研究。参见梁启超原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0页。

中国法律史学会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吕 丽*

摘 要: 伴随改革开放的东风，法律史学的前辈学者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开风气之先，
于 1979年 9月在长春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这是当时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法学学术团体，也是近
代以来法律史学科首个学会组织，其成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作为团结全国法律史学人的重
要纽带，学会引领法律史学科已走过了四十年不平凡的风雨历程。法律史学几代学人一直秉承
“大家的学会大家办”的合作精神与办会传统，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在学术研究与交流、刊物出
版、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 “重学术、重开拓、重团结、重奉献”的优良
会风，取得了瞩目的可喜成绩，为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传统法文化复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法律史学会; 法律史学科; 法律史学术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中国法律史学会的诞生

( 一) 时代的召唤: 学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学会组织的产生，往往是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 世纪初，京师大学堂、

京师法政学堂等高等学校开始开设法律史方面的课程，这开启了法律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传
统，学者们也有一系列经典著作问世。①法律史学术研究的先行者以及法律史学科的创始人之
一梁启超②曾倡导兴办学会，特撰 《论学会》一文，论证学会组织对于学科发展及国家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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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他总结了西方国家 “重知识、兴学会”的经验，称 “学会乃是议会、商会之
母”，强调 “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 欲广人才，在兴学会”。③ 继 1910 年 “法学会”创立
之后，法学界先后成立了 60余个学术组织，④ 但专门的法律史学术团体却一直付之阙如。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国家与阶级理论对我国法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学院系仿照
其法学教育模式，重新规划学科体系与课程设置，开设了 《中国国家与法权通史》《国家与
法权通史》《苏联国家与法权通史》《政治学说史》以及 《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等相关课
程，就此阻断了自清末以来建立的法律史学术研究与教学传统。十年动乱期间，法学沦为
“政治”的附庸，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受到极大破坏。除三所院校外，其他单位的法学教学
与科研工作基本停摆，师资力量极为薄弱，法律史学科的发展也陷入了几乎停滞的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幕。在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1979年 3月 29日，全国法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
《全国法学研究 ( 1979—1985) 发展规划纲要》 ( 以下简称 《纲要》 ) 。《纲要》指出，法学
界要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对法学研究的 “禁区”有所突破，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同时确定
了法学各学科重点研究的课题和有关机构设置、组织交流等问题。为完成 “规划会议”所制
定的任务，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
北政法学院等院校的法律史学者，本着 “解放思想、总结过去、面向现在、规划未来”⑤ 的
精神，认真讨论了会议所提出的 《纲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促进交流、完成 “规划项
目”并推动法史学的发展，有必要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集合全国法史学者的力量，对
重大问题开展广泛的交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并提出要成立全国性的法律史研究的学
术团体，并由上述各高校的代表共同组建筹备小组。29 日下午，在吉林大学法律系教授栗
劲的主持下，召开了首次筹备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负责人李言、解铁光出席了
会议。会议决定，同年 9月中旬在长春召开 “全国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学术研讨会”，由吉
林大学任东道主，并拟定了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筹备小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设立联络处，具体负责各项筹备工作。经过 5个半月紧锣密鼓的准备，会议如期召开。

( 二) 1979年长春会议: 学会的 “一大”
1979年 9月 12日至 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等前述单位共同筹办的 “全国

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隆重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
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
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等 30家政法院系、科研单位、重要出版社和杂志社的 83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此外，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公检法系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吉林省社科联也
派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解铁光主持，吉林大学法律
系栗劲教授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元玄、吉林大学党委书记胡
绍祖出席了大会并讲话，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律史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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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论学会》，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 330页。
参见王灏: 《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考证》，《法学研究》2018年第 3期，第 172页。
参见韩延龙: 《难忘的记忆: 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前后———在纪念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载霍存福、吕丽、刘晓林主编: 《不惑之年的回眸———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40周年纪念 ( 1979—2019) 》，吉林
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7页。



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讨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二是讨
论 《中国法制通史》 ( 多卷本) 和 《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 多卷本) 的编写方案; 三是讨论
通过学会章程，成立中国法律史学会。⑥ 9月 18日，大会宣告中国法律史学会正式成立。学
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产物，也是法律史学界同仁戮力同心贯彻党的基
本路线、方针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结果。鉴于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后来法律
史学界同仁把这次会议称为 “长春会议”，视之为学会的 “一大”，而参会的前辈们被称为
“一大代表”。经过与会代表认真、充分的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中国法律史学会章程》
( 以下简称 《章程》 ) ，规定了学会的组织机构、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经过与会代表的民主
协商，推选并通过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人选。

( 三) 学会成立的意义: 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是具有开创性的壮举，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一，学会的成

立，打破了法律史学科历来无学会的状况，填补了学科史上的空白。法律史学科 20 世纪初
即已建立，但法律史学会却历经 80 余年迟迟难产。其二，学会的成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法学界的首创，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第一个民间法学研究团体，彰显了法律
史学者的使命感、责任感与勇于担当的精神。法律史学者突破政治挂帅、历史虚无主义的认
识，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与公式化的束缚，在长春会议上积极参与关于人治与法
治、法的继承性等热点问题的研讨，提交了 55篇论文，会后学会组织编辑和出版了当时全
国第一部法学学术论文集。其三，学会成立大会也是法学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法学盛
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 30个单位的 83位代表……国内 6家重要出版社和 2 家杂
志社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司法界人士。法学界其他专业的学者也有人以 ‘观
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⑦学会搭起了一条连接全国法律史学者的纽带，搭建了一座法律
史学者学术交流的桥梁，实现了全国法律史学科 4门课程的教学、研究人员的初步联合，增
强了研究者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为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法律史学会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 一) 初建阶段 ( 1979—1989年)
1979年学会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法律史学术研究复兴的序幕。法律史学者一直走在拨

乱反正、扭转学风、恢复与发展的前沿，可以说这是该学科自上世纪初形成以来百年间最为
荣耀的时期。在第一个十年中，学会不断完善规章与建制，1983 年首届年会对 1979 年学会
章程进行了修改，确立了会员代表大会制度，陆续增设了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东北地区分
会、西南地区分会、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五个分支机构; 组织召开全
国性的总会会议、分会会议以及专题性研讨会议达 13 次之多 ( 其中包括建国后首次法律史
国际学术会议) ，收到各类会议论文 500余篇; 创办学会会刊以及通讯刊物，组织学者进行
科研攻关，出版学术著作，编写本科基础教材和参考书，等等。经过十年的努力，学会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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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体系的整体布局初步确立，法律史史料的整理与考释工作成绩斐然，大量珍稀资料被整理
出版，法制通史的基础性研究全面铺开，断代法律史和部门法律史研究兴起，一批筑基力作
公开发表和出版，这都为学会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 二) 探索阶段 ( 1990年—1999年)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法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面对市场

经济洪流的冲击，法学体系中各个学科的受重视程度日渐失调，应用法学受宠，理论法学渐
遭冷落，法律史学也由 “显学”遁入 “冷门”。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学会及各分会经费
紧张，学会会刊积压数期难于出版，法律史学的研究受到巨大冲击。⑧ 为了走出低迷，法律
史学科做了大量完善自身的工作。

首先，改革与完善学会组织建制。其一，对学会章程进行了 5次较大规模的修改，诸如
对学会组织机构、办会模式作了调整。其二，对作为学会决策机构的理事会进行改革，增加
了理事名额。其三，为更好地对会员进行管理并对其提供服务，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会
员普查登记。其四，增设了 4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分会和研究会，即法律古籍文献研究会、
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老庄与法律文化分会。

其次，加强基础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其一，规模化、系统化地进行通史研究与史料整
理，对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进行了大规模的梳理，对法律史基础文献也进行了系统的整
理。其二，改进与完善法律史教材的内容。其三，加强法律文化研究。其四，注重历史研究
与现实法制发展的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讨。

( 三) 发展阶段 ( 2000年—2009年)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发展与法律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其

一，学会团体会员单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高校相继成立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机构，中
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还在 2004 年入选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各研究机构在踊跃承办学会、分会及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主题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二，法律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西方法学理论
对法律史传统研究范式的冲击，激发了法律史学界同仁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以学科自身为
对象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法律史学会及其分会在世纪之交及之后的数次学术年会都将
会议主题确定为有关学科自身的研究，这表明了法律史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其三，法律文
化研究进入繁荣与深化阶段，关注现实以探寻传统文化之现代价值的研究成为最大热点。

( 四) 提升阶段 ( 2010年至今)
随着依法治国和复兴传统文化方略的逐步实施，中国法律史学会也迎来再次发展的新机

遇，学会组织机构、研究机构、学术交流活动等学会体系日益成熟。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辛努
力与学术积累，法律史学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体系完善、特色鲜明的学科，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⑨ 为繁荣法律史学术研究，推动法律史学科发
展，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鼓励学术创新，学会于 2015 年特设立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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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奖，表彰与奖励优秀的法律史学术成果。目前已评选了两届，共有 29 项成果获奖。
同时，为推动法律史学青年人才的培养，增加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展示学术成果，增强学术
兴趣，学会还定期组织法律文化博士生论坛和青年法史论坛等学术活动，迄今已分别举办了
13届与 7届。十年来，法律史学科学术交流频繁，科研成绩斐然，呈现繁荣态势，共获得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8项、重点项目 26项，出版专著百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达数百篇;
学会及所属分会、专业委员会举办了 77场学术交流会，各团体会员单位举办的研讨会、学
术交流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三、中国法律史学会组织建制的沿革

中国法律史学会 ( China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CILH) 瑏瑠 是中国法律史学界同仁自愿
结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是就学会的国别与级别而言，
意指 ‘中华全国’; ‘法律史’是指学科的名称，意指学科内容及其分支，包括有: 中国法
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 ( 或西方) 法律思想史。”瑏瑡 中国法律史学会的
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法律史
学会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工作是，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提供政
策咨询服务，反映法律史学研究者的建议，促进法律史学人才的成长和法律史学的发展。概
言之，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宗旨是，团结、组织广大法律史学研究者，通过多种形式的群众性
活动，促进法律史学的繁荣与进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学会主管单位，在学会经费筹集、对外关系协调、组织建设、日常
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会创立初期，主办单位实行循环换届制，由在京会员单位，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轮流承担学会日常
管理和承办会议的工作，秘书处也轮流设在各承办单位。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秘书处作为
负责学会日常工作的办公机构，固定设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承担了
总会和各分会、各专业委员会的社团登记、年检、法人变更等一系列繁杂的日常事务，在信
息沟通和联系会员等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学会会员是学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学会治理的基石。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
员两种，团体会员为全国各法学研究单位以及高等政法院系的法律史和法律文化的教学研究
机构，个人会员为从事法律史和法律文化研究的人员。学会不断接纳新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
员，因此，秘书处曾多次组织比较全面的会员登记。学会的个人会员由 “一大”时的不足百
人发展到现在的近八百人，理事会规模也由最初的 16人发展到近 200人。

会员代表大会是学会最高的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学会的领导机构即理事会，并选举产生
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听取理事会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学会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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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名称的英文译名是 1999年《章程》修改时增加的。1999 年 10 月 16 日，学会临时代表大会依据民政部
《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修改了《章程》。
邱远猷: 《中国法律史学史的里程碑———纪念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30周年》，载霍存福、吕丽、刘晓林主编:
《不惑之年的回眸———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40周年纪念 ( 1979—2019)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
页。



务。随着学会会员群体不断扩大，学会理事会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由最初的会员协商推荐制
改为差额选举制。学会会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领导出任，作为学会建设和发展
的领导核心，主持学会全面工作，负责各项决议落实情况。1979年，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理
事会选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解铁光为会长，选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李光灿、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肖永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叶芳
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张希坡、吉林大学法律系教授栗劲为副会长，选举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主任韩延龙为秘书长。首届理事会成员还有: 厦门大学法律
系陈朝璧、北京政法学院曾炳钧、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张国华、华东政法
学院王召棠、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游绍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外国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林榕
年、西南政法学院张警、吉林大学法律系刘富起、西北政法学院马朱炎 ( 兼副秘书长) ，在
同年 12月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又增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张晋藩为理事。作为学会第一届
领导集体，理事会成员在学会建会之初筚路褴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学会的后续发展奠
定了基础。迄今中国法律史学会已产生十届理事会。

法律史学科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面对诸多困难与挑战，历届会长、副会长 ( 执行会
长) 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为法律史学科地位的提升及不断发展拓宽了渠道。例如，韩延龙
教授曾连续两届任学会会长，1995年，学会在其倡议下，改副会长制为执行会长制，由五位
执行会长及其所在单位轮流负责承办年会，有效解决了学会经费及人力物力紧张的问题，保
障了学会年会顺利有序的进行。又如，曾宪义会长于 1998年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参与法学
本科核心课程体系编制时，力主把 “中国法制史”作为核心课程; 2001 年，他又代表中国
法律史学会多次与司法部沟通，提出司法考试要包括一定数量的法律史试题，并得到采纳。
再如，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办负责人的栗劲教授连续四届当选为学会副会长，西
南政法大学陈金全教授、吉林大学霍存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汪
世荣教授、天津财经大学侯欣一教授都曾两度承办学会的年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法律史学会还设有分支机构，先后成立了十个专业委员会或分会。瑏瑢 按成立时间分
别为: “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东北地区分会”“西南地区分会”“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中
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外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中国法律古籍文献研究会”。上述专业委
员会和分会，或按地区形成，或依学科成立，各具特色。其后，又成立了 “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老庄与法律文化分会”，大抵属于打破学科界限的专门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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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它们是: ( 1) “外国法制史研究会”，1982年 4月在武汉成立，第一任会长陈盛清，第二任会长何勤华。1991
年独立注册为“外国法制史研究会”。 ( 2) “东北地区分会”，1983年 8月在西安成立，第一任会长刘富起。
( 3) “西南地区分会”，1986年 7 月在昆明成立，第一任会长孙守煌，第二任会长俞荣根，第三任会长陈金
全。1991年 8月，更名为“民族法律文化研究会”。( 4) “中国法制史研究会”，1986年在合肥成立，第一任
会长张晋藩，第二任会长乔伟，第三任会长杨永华，现任会长朱勇。1996 年更名为“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
会”。( 5)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1986年在合肥成立，第一任会长饶鑫贤，现任会长武树臣。1996年更
名为“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 6)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1990 年在长沙成立，第一任会长王
哲，现任会长吴玉章。1996年更名为“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7) “中国法律古籍研究会”，1990年
在长沙成立，第一任会长高潮、栗劲，第二任会长马建石、张大元，现任会长徐世虹。1996年更名为“法律
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 8) “儒学与法律文化分会”，1990年成立，第一任会长陈鹏生，第二任会长徐永康，
现任会长龚汝富。( 9) “东方法律文化分会”，1992年 3月成立，第一任会长杨一凡，现任会长尤韶华。( 10)
“老庄与法律文化分会”，1992年 3月成立，第一任会长刘新，现任会长赵晓耕。



究会。之后，“西南地区分会”更名为 “民族法律文化研究会”，也是打破学科界限的新模
式，细化了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法律史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中国法律史学会四十年的主要工作与贡献

( 一) 把握发展方向，提升学科地位
1. 明确学科研究对象
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学会 “一大”的中心议题，争议的核心是当时法律史学急需解

决的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基本达成共识: 国家和政治问
题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 不论是从学科发展
本身来看，还是从法律与政治的差异性来看，都不可将二者混同。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法
律制度的发展史，即历史发展过程中法的起源、本质、类型、表现形式、制定和适用的特
点，以及同其他社会现象特别是国家的联系和发展规律等问题; 法律思想史学的研究对象是
历史上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关于法律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以及它们形成
发展、相互斗争和吸收的过程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
律思想史四门法律史分支学科，此后也得到了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正是基于这种
共识，1982年春，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高等院校试用教材 《中国法制
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瑏瑣 从此结束了照搬前苏联教材的历史。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也是明确界定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的科学内涵，事关法律史学发展
的走向与命运，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把我国 60年法史研究的进程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
的阶段，它一改以往 30年屡受干扰的状况”，瑏瑤 摆脱了前苏联语境和 “泛政治化”的学术背
景，打破了 “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学科模式，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反映古代中国
法律全貌的学科与研究体系，为学科此后四十年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确保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中心屹立于中国
在学会成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法律史学科发展缓慢，甚至遭到极大破坏，一度处于停

滞状态。而日本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日益深入，国际学术地位日增，有外国学者曾经预言: 中
国法律史学的世界研究中心将不在中国。面对如此挑战，张晋藩、李光灿等法律史学前辈学
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学会的 “一大”上提出了编写 《中国法制通史》与 《中
国法律思想通史》两个多卷本的设想，进一步明确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确定学科范围，
划清与其他法学分科的界限，建立严谨的学科体系; 也借此汇聚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
深法律史学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全面整合力量，扶植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学会一致通过
了该项决议。

两个多卷本自策划至面世历时近二十年的时间。由张晋藩、李光灿、张国华等领军人物
挂帅，近百位精英学者参与编写，阵容空前强大，可谓倾注了几代法律史学人的心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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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晋藩主编、乔伟副主编: 《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版; 张国华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同注⑤。



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反复精心打磨，两个多卷本于世纪之交陆续出版。煌煌巨著，各
500万言。这是对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梳理，综合了二十
世纪法律史学、历史学、考古学所积累的优秀学术成果，对中国法律史学的百年发展也作了
一次全面的总结，被誉为 “世纪之作”。两个多卷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
想史两个分支学科走向成熟，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打开了新的篇章，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科的
繁荣; 也打破了外国学者的预言，向世界集中展示了我们的研究实力与水平，标示着中国法
律史的学术中心已经在中国牢固地建立起来。

3. 强化法律史学科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法律史学科作为一个以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学科，在市

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强化法律史学科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为了
学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四十年来，学会的领导及几代法律史学界同仁思虑筹谋，建言献
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关于核心课程的设置，如前所述，经过曾宪义会长的努力，
1997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把中国法制史确立为普通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教学 14门必修核心课程
之一。2012年 10月，教育部对法学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编发了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和专业介绍》一书。学界同仁发现，中国法制史课程不在法学主干课 ( 必修课) 名单之
列。学会领导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及时进行了沟通。2012年 12月 1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在网站上发布了 《关于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说明》，及时说明，因编辑疏漏，《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第 67页上的法学核心课程名单不完整，并重新列出了包括中
国法制史在内的 16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名单。2013 年 1 月 1 日，学会会长杨一凡，执行
会长朱勇、霍存福、赵晓耕、汪世荣、范忠信等，与国内各高校法学院系及各省法律史相关
的研究会 40余家，联名致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支持教育部的举措，表达学界呼声，进一
步阐发了中国法制史课程作为法学核心课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法学学科知识结构的合理构
建乃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继承和创新的重要作用。

又如关于司法考试的建议。2001年 9月 12 日，中国法律史学会代表全体法律史学界同
仁致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提出了 《关于国家司法考试必须考中国法
制史的建议》，从国外经验、法律史在整个法学或整个法律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法律精
神或精髓的理解、人文素养追求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将法制史纳
入必考科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关部门在认真讨论后，积极吸取并接纳了该项建议，修改
了考试科目方案，在 2003年以后的国家司法考试中，中外法制史成为必考科目。此外，法
律硕士招生考试也将中国法制史列入考试课程。这些措施给法律史学科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4. 探索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思路的创新
法律史学科要超越困境并发展创新，就要不断对学科自身既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进

行深刻反思，及时转换研究思路，使学科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知识体系。四十年
来，学会在这方面也作了诸多积极的引导与努力。

( 1) 关于部门法史研究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法律史学者在总结传统中华法系的特点时提出了 “诸法合体，民

刑不分”的观点，影响甚大。在 1983年中国法律史学会首届年会 ( 即西安年会) 上，学会
把中国法制史组研讨的核心议题拟定为 “中华法系的特点问题”。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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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藩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通说提法应改为 ‘民刑有分，诸法并存’”; 瑏瑥 认为
“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就法律体系而言，则是 “民刑有分，
诸法并存”。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不但有刑法而且有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存在。这
一观点尽管与传统论点只有三字之别，却有理论上的重大提升，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 “诸
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构建，尤其对于法律史
学研究课题的拓新与深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范式对中国古代民法及其它部门法给
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成为此后一段时期中国法制史乃至法律史课程体系的基本模式，对于
法律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多年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
下，中国的部门法律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民法史、行政法史、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史以及
刑法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获得学界普遍认同。

二十一世纪初，杨一凡会长的系列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他主编了珍稀典籍与系列考证丛
书，提出并论证了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同，它不
是以诸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为基本组成要素构
成法律体系，而是以不同内涵和功能的法律形式表述法律的产生方式、适用范围、效力等级
和法律地位”。瑏瑦 杨一凡在其新近出版的 《重述中国法律史》瑏瑧 一书中，以坚实的理据对中国
古代法律体系“律令”说、明清“律例法体系”说、明清 《会典》 “官修史书”说和 “行政
法典”说等提出修正，旨在揭示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

( 2)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围与领域的拓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法律史研究 “单一化”“一头沉”的现象比较突出: 注重研究历代

法典与法律制度，而忽略对民间法、习惯法的关注; 注重研究统治者的立法指导思想与司法
理念，而忽略百姓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国家法的态度; 注重对中央王朝立法进行一般性研究，
而忽略对少数民族法律与习俗的探讨; 注重官方法律典籍的整理与运用，而忽略笔记野史、
地方档案、案牍判词、契约文书、乡规民约、小说俗语等史料的收集; 重视刑事法相关问题
的研究，而忽略对食货、礼仪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的探讨。

学会甫一建立即着力扭转这一局面，倡导法律史研究要 “向下走” “复合化”，进行多
对象、多角度的多元考察。不仅要关注 “法律通史”，也要研究 “法律专史”; 不仅要关注
“静态的法”，也要研究 “动态的法”“实践中的法”。例如，为加强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
学会发出号召，并进行了部署与规划，于 1986 年 7 月专门成立了 “民族法律文化研究会”
( 即 “西南地区分会” ) ，还于 2014年在西宁举办了 “中国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学术
年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瑏瑨 此外，张晋藩主编的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瑏瑩 被作为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立项课题，俞荣根主编的 《羌族习惯法》瑐瑠 获立司法部重点课题，徐晓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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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学会编辑部编: 《中国法律史学会简报》第七号 ( 内部刊物) ，1983年 8月 17日。
杨一凡: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载杨一凡: 《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页。
参见杨一凡、陈灵海主编: 《重述中国法律史》 ( 第一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参见汪世荣、闫晓君、陈涛主编: 《中国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中国法律史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论文
集》，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参见张晋藩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 ( 多卷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参见俞荣根主编: 《羌族习惯法》，重庆出版社 2000年版。



《藏族法制史研究》瑐瑡 曾荣获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又如，李雪梅的碑刻
法律史研究、杜文忠的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研究以及尤陈俊的法律社会史研究都曾受到中国
法律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的表彰，汪世荣的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闫晓君的
陕派律学研究在学界都非同凡响。瑐瑢

( 3) 关于法律文化研究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法律文化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法律文化研究把法律思想

与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化的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行为、法律艺术、法律思维方式等有机
地结合起来，把器物法律文化、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和谐地统一起来，在历史学研
究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传统考证式、描述式研究的局限，广泛采用理性思辨的方法，进行义
理阐释，使制度与思想对接，让历史与现实对话，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解读与分析，为法
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研究范式，从而有所创新、有所深化。

这种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对 《章程》的修改上。在 1991年年会上，学会把 《章程》第二
条规定的学科的研究对象 “中外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修改为 “中外法律制度史、法
律思想史和中外法律文化”。1992年，研究对象又进一步被修改为 “中外法律文化和中外法
律史”，“中外法律文化”被提至首位，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分会、
东方法律文化分会以及老庄法律文化分会皆属应运而生，而其后学会及分会所召开年会的主
题也有很大一部分与法律文化研究相关。例如，1999 年重庆年会的主题为 “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与现代法治”，2001年上海年会的主题为 “走向 21世纪的中国法文化”，2010年宁夏年
会的主题为 “吏治与传统法律文化”，2019年长春年会的主题为 “中国历史上立法·司法的
技术与文化”，等等。

学者们关于法律文化的研究成果各具特色。早期的研究，例如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方面，张中秋以 “辨异”为主，范忠信重在 “求同”，而梁治平的研究属于以 “辨异”为基
本路径的 “文化类型学”研究;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霍存福、徐忠明等学者也各
有独特的视角。瑐瑣 学会的引导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与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情，
在各种交流平台与学术园地上，不断有思想的交锋与观点的争鸣，相关著述更是层出不穷，
极大地推动了法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二) 主办学术会议，搭建交流平台
作为以促进学术探讨为目的、由研究者自发形成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律史学会始终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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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晓光: 《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参见李雪梅: 《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中华书局 2015年版，该书曾荣获 2015年中国法律
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杜文忠: 《王者无外: 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版，该
书曾荣获 201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尤陈俊: 《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 明清日用类书与
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该书曾荣获 2015年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汪
世荣主编: 《枫桥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 (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闫晓君: 《陕派律学家事
迹纪年考证》，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参见张中秋: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范忠信: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梁治平主编: 《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霍存福: 《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徐忠明:
《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术发展作为学会组织的第一要务。学会成立后，为给法律史研究者提供交流成果、启发思
想、共同探讨学科发展的平台，学会以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为工作重心，积极组织开展国内外
多层次、多渠道的学术会议。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主要分为学会年会、专题系列研讨会及各
分会、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年会。仅 2000 年至今，中国法律史学会组织的上述各种学术
研讨会就达百余次，这对于一个远离实务界、无财政资助的民间学术团体来说，着实不易。
各类学术会议的顺利召开，都源于学会广大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的鼎力支持与共同努力。

1. 学术年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 30 次。1979 年长春会

议通过的 《章程》规定，“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瑐瑤 在理事会的主持下由各团
体会员轮流筹办，采取 4个分支学科分别讨论的形式。但由于学会创建之初，各高校与研究
机构正在恢复建设阶段，各项工作繁忙、加之办会经费匮乏、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前五届
会议实际上每三至四年才举办一次。1995 年南京会议通过决议，实行执行会长制，五年一
度选举换届，由每届五位执行会长所在的单位轮流承办会务，自此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的
惯例得以延续下来。这是一种制度创新，摆脱了经费困扰，而且提前告知办会单位、会议主
题、开会时间等信息，也使得透明度增加，学术准备充分，会务准备时间充裕，是保证学会
可持续发展的好体制。瑐瑥 随着年会规模逐渐扩大，会员参与度也逐渐增高，参会人数已由最
初几年的 80余位、100余位发展到近些年的 200余位。

年会主题的选择，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文化，从立法到司法，从关注学科自身发展到紧扣
时代脉搏，力求站在法律史研究的学术前沿，贯彻 “古为今用” “以史为鉴”的研究方针，
为法制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给养。例如，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
架，为使法律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相结合，学会召开了一系列以 “历史与现实”为
主题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例如，“《论语》思想的现代法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
( 1993年)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研讨会” ( 1995年)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法制学术研
讨会” ( 1996年) 以及 “中国历史上的法制改革学术研讨会” ( 1998年) 等。

2009年与 2019年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法律史学会两度回到其诞生之地长春，
在吉林大学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2009年 7月 13日至 14日，“中国法律史
学会成立 30周年纪念大会暨 2009年学术年会”在吉林大学北苑宾馆隆重召开，此次年会规
模盛大，是学会史上的一座丰碑。来自全国著名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法律史学者以及有关杂
志、出版社的代表，此外还有来自韩国、法国的学者，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其中
最大的亮点是邀请到了一批德高望重、为学会创建以及学科奠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法
律史学界前辈元勋，诸如张晋藩、张希坡、韩延龙、高恒、方克勤、杨永华、刘富起、孔庆
明、王侃、韩玉林、徐尚清、赵国斌、杨一凡、齐钧共 14位 “一大代表”，以及林中、冯卓
惠、钱大群等诸位先生，成为主席台上一道最靓丽的风景。开幕式由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教授杨一凡主持，学会执行会长、吉林大学教授霍存福致开幕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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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出席大会并致辞。在纪念
大会上，张晋藩、韩延龙、孔庆明、何勤华、刘富起、冯卓慧、夏锦文作了主旨报告。大会
特别筹备制作了 “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30周年纪念光盘”和 “纪念册”。

2019年 11月 8日至 9日，“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40周年纪念大会暨 2019年学术年会”
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东荣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及新
闻媒体等单位的近 3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
党委书记陈国平莅临大会并致辞，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张生作了年度工作报告。徐尚清、孔庆明、杨一凡三位 “一大”元勋出席了大会，孔庆
明、杨一凡两位先生的报告，张晋藩、张希坡、方克勤和冯卓慧四位先生的讲话视频，把大
会的怀旧氛围推向了高潮。承办方还出版了 《不惑之年的回眸———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一书，力图用生动的图片和朴实的文字，将中国法律史学会 40 年及法律史学科
的发展历程，以有形的载体记录并呈现出来。

2. 专题与系列研讨会
为深化专题研究，丰富研讨形式，加强学术争鸣，学会还不定期主办专题性或系列性学

术会议。例如，1984年 8 月，学会举办了首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即 “孔子法律思想讨论
会”。会议由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法律系乔伟召集，由山东大学法律系承办，学会学术顾
问杨景凡、会长张国华、副会长张晋藩等出席了大会，与会学者 70 余人就孔子法律思想的
核心、特征、历史地位及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研讨。会议的召开对拨乱返正、正确认识孔子及
儒家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会后出版了由乔伟、杨鹤皋主编的 《孔子法律思
想研究论文集》。

又如，1989年 4月，“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举办的法律史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
与法制战略研究所联合承办。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张
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以及学者瞿同祖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刘海年、杨一
凡等国内外 76名学者 ( 其中国外学者 13人) 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打开了中国法律史学界
与国际交流的大门，会后出版了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共收入大会论文 42
篇。近年来国际性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反响良好。

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是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指导下，每年由全国各知名高校法律史专业
博士点轮流主办，以博士生为对象的高层次学术论坛。其宗旨是促进各法律史学博士点交流
博士生培养经验，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活跃法律文化研究，推动法律史学科发展。自 2007
年首届举办，其后每年一届。截至目前，已举办十三届。青年法史论坛是国内 “75 后”
( 1975年后出生) 法律史研究学人自发形成的学术聚会，旨在为年轻一代从事法律史研究的
优秀学者创造交流互动的新平台，以推动法律史研究取得新进展。论坛诞生后，受到中国法
律史学会、国内各主要高校及相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关注、指导与大力支持，自 2011 年起
已经举办了七届。

3. 各分会与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会议
随着分支机构的扩展，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之初一枝独秀的状况被打破，各分支机构主

办的学术会议可谓百花竞艳，近年来更是精彩纷呈，各领风骚，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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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法律史学各分支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 1979 年 10 月 2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召开的法律史学会在京理事扩大会议提出: 学会各地区、各团体会员，应争取单独或
几个单位联合举行一些法制史、法律思想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活动，以丰富和活
跃法律史的研究工作。瑐瑦 各分会、专业委员会陆续成立后，积极组织学术会议，并逐步形成
惯例。一些分支机构还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有的专业委员会筹办了主题连续的系列学术
会议，受到学界的一致赞誉。

据不完全统计，八个仍在活跃中的专业委员会或分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已达 70 余
次，其中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 原外国法律思想史学会) 已举办了 18 届年会，1991
年成立后每年举办 1届 ( 除 1993年至 2003 年期间停会)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 原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会) 已举办 16 届年会 ( 2011 年起每年 1 届)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分会
已举办 16届年会 ( 2012年起每年 1 届) 。法律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 ( 原中国法律古籍文献
研究会) 主办的学术会议仅近十年就多达 16次之多，其中 “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系列
会议从 2012年开始已经举办了 9 届。这些分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或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重大问题，或围绕学科前沿问题，广泛深入地开展学术讨论，交流学术思想，推动理论进
步，促进了科研合作，全面展示了我国法律史学在各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 三) 编辑学术刊物，开辟专门学术园地
学术刊物是分享研究心得、沟通学术信息、切磋研究方法、推出学术成果、促进国内外

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的重要园地。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四十年来，一直十分重视学术刊物的
编辑与出版工作，使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法律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 学会会刊
学会会刊是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和编辑的专业性学术丛刊，1981年 6月创刊，名之为

《法律史论丛》，其后几易其名: 《法律史论集》 《法史学刊》 《中国法律史研究》等。至
2019年 5月，《法史学刊》复刊。1979年 9月 18日，学会 “一大”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
了编辑出版学会刊物 《法律史论丛》的决议。1981年至 1983年，《法律史论丛》共出版了
三辑，每年一辑，张晋藩任主编，高恒任副主编，编委会由张晋藩、张观发、邱远猷、赵国
斌、饶鑫贤、高恒组成，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出版。瑐瑧 在中断了 13 年
之后，从 1996年开始，《法律史论丛》与一年一度的年会制度结合起来，由负责召开年会的
执行会长主编，以年会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其中 1996 年南京年会、1997 年西安年会的论文
集直接以 《法律史论丛》为书名，其他各辑则以年会学术主题冠名。至 2003年出版第十辑，
此后年会论文不再纳入学会刊物系列。

为了区别于具有限定主题的年会论文集，同时也为反映研究方向和研究时段各有侧重的
学者们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学会考虑编制和出版连续性的、不受主题限制而又有较高学术含
量的法律史专集。1998年，《法律史论集》应运而生，每年 1卷，第 1卷主编韩延龙、副主
编马小红; 第 2卷至第 6 卷主编韩延龙，副主编马小红、高旭晨。编委会由马小红、尤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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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中国法律史学会编辑部编: 《法律史通讯》 ( 内部刊物) ，第 12期。
《法律史论丛》第一辑由张晋藩主编，第二、三辑增设高恒为副主编; 张观发仅在第一辑中任编委会成员; 第
一、二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 1981年 6月、1982年 3月出版，第三辑由法律出版社 1983年 11月出
版。



华、齐钧、苏亦工、李明德、俞鹿年、高旭晨、韩延龙组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至 2006
年共出版 6卷。卷首语和篇目特别译成英文，以便将中国法律史学者的成果推向海外，扩大
其学术影响。

2006年，学会开始编辑和出版 《法史学刊》。该刊作为 《法律史论集》的延续，由苏亦
工任主编，齐钧任副主编，编委会由高汉成、高旭晨、李明德、齐钧、苏亦工、尤韶华、徐
立志、杨一凡、张冠梓、张群、张少瑜组成，于 2007年 8月、2008年 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共 2卷。瑐瑨 其后会刊一度中断。

2015年，学会开始编辑和出版 《中国法律史研究》，吴玉章任主编，编委会由吴玉章、
张生、高汉成组成，高旭晨、孙家红、王帅一负责编辑部工作。《中国法律史研究》设有专
论、制度与思想、文献研究、学术评议、晚学习作、学者专访等栏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于 2016年、2017年共出版了 2卷。

2019年，《法史学刊》复刊，这是 《中国法律史研究》之后学会会刊的延续，由中国法
律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学会秘书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
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张生任主编，王帅一任执行主编，编委会由
高恒、高汉成、高旭晨、刘海年、马小红、齐钧、苏亦工、孙家红、吴玉章、徐立志、尤韶
华、杨一凡、俞鹿年、张冠梓、张生、张少瑜组成。集刊内容涵盖中外法制史、中外法律思
想史、法律文化等法律史学科的各个分支，或旁及法理学、部门法学、哲学、历史学、人类
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法律史学得以滋养的学科领域。瑐瑩

学会会刊始终秉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以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
增进学术交流、追求学术创新为原则，成为法律史学研究者交流和检验学术成果的重要园
地，对促进法律史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学
者们纷纷投稿，优秀论文还被海外期刊转载或引用。

2. 分会或专业委员会会刊
分会或专业委员会有的也创办了自己的会刊。例如，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于 1984 年 4 月

曾创办学术刊物 《外国法制史汇刊》，在研究会年会之后，精选参会论文，汇编成册，并公
开出版。1984 年 4 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集，主编林荣年、张学仁; 1990 年 7 月
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三集合集，主编林荣年、李启欣。又如，原西南地区分会
1988年创办了会刊 《西南通讯》，由分会秘书处编辑，为不定期刊物，内部印发 60份左右，
向会员和有关单位分发。《西南通讯》共办了四期。

3. 学会团体会员创办的专业集刊
自学会成立以来，会员依托其所在单位创办的法律史集刊陆续增加，开辟了一个又一个

专业性的学术园地，吸引了国内外法律史学者发表专业见解，开展学术争鸣，倡导理论创
新，可谓百花竞艳。以创刊时间先后为序，主要有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出土文献与
法律史研究》《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西法律传统》《法律史研究》《法律史译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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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法史学刊》第一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07年 8 月出版，《法史学刊》第二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 2008年 10月出版。
参见《法史学刊》卷首语，载张生主编: 《法史学刊》 ( 2019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页。



律文化研究》《南开法史》《法律史评论》《中华法系》《法律文化论丛》瑑瑠 等等。
4. 其它形式的学术园地
学会曾创办通讯刊物 《法律史通讯》与 《中国法律史学会简报》。 《法律史通讯》于

1983年 11月 10日创刊，由 《法律史论丛》编委会负责编辑，主要有三个栏目: 学会通知、
学术动态、资料索引。至 1985年 12月 10日，连续编辑出刊 7 期。90 年代后，改由学会秘
书处编辑，主要栏目有: 学会建设、学会活动、会议动态、成果介绍、出版信息、会员论
坛、法史藏书、国外研究状况等。《中国法律史学会简报》是 《法律史通讯》的延续，主要
是通报学会情况，介绍会议简况，交流学术经验，推荐重大学术成果，还曾开辟特别专辑，
刊载悼念已逝学者的文章。

学会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 “中国法律文化网”，2004年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承办，成为法律史学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便捷平台。学会网站一直
坚持信息更新和作品尽量原创的原则，在国内法学网站中有较好的声誉。但由于诸多因素，
网站一度中断。2020年 7 月，经过学会秘书处的努力，学会网站恢复重建，名曰 “中国法
律史学会”。

( 四) 鼓励科研创新，促进学术繁荣
为了鼓励法律史科研创新，繁荣法律史学术研究，推动法律史学科的发展，传承中华优

秀法律文化，鼓励研究者为中国法律史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学会设立了优秀年会论文奖、优
秀法律史研究生奖、优秀研究成果奖等诸多奖项。同时，学会充分发挥同行评价的组织功
能，多次进行优秀法律史学研究者的评选，推荐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以表彰和
鼓励法律史学优秀人才，扩大学科影响力，增强学会凝聚力。

1996年南京学术年会期间，经中国法律史学会第五届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研究决
定，设立优秀年会论文奖。河南大学法学院特别资助一笔资金，作为 1996、1997、1998 年
三届年会优秀论文评选的活动经费。聘请学界前辈组成了论文评议小组，不设组长，实行不
开会的民主评议。1997年西安年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颁发 1996年、1997年优秀年会论
文荣誉证书。

为激励优秀青年法史人才的成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于 1996 年在冈松中日文化交流基金
的支持下，开展了在校优秀法律史研究生的评选活动。当时受到表彰的青年学生如胡旭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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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创刊于 1999年，累计出版 13辑，徐世虹、赵晶先后任主编; 《中西法律传统》创
刊于 2001年，累计出版 14卷，范忠信、陈景良、郑祝君、李栋先后任主编; 《法律史研究》创刊于 2004年，
累计出版 5卷，何勤华、王立民、姚远、于明、方强、杨焯先后任主编; 《法律文化研究》创刊于 2005 年，
累计出版 12辑，曾宪义、马小红先后任主编; 《南开法史》创刊于 2007 年，累计出版 3 卷，侯欣一任主编;
《法律史评论》创刊于 2008年，累计出版 13卷，里赞、刘昕杰先后任主编; 《中华法系》创刊于 2010年，累
计出版 12卷，朱勇任主编; 《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创刊于 2011年，累计出版 7辑，王沛、王捷、姚远先
后任主编; 《法律文化论丛》创刊于 2013 年，累计出版 10 辑，霍存福任主编; 《法律史译评》创刊于 2013
年，累计出版 7卷，周东平、朱腾共同担任主编;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创刊于 2014 年，累计出版 3 辑，
吴佩林任主编。



王志强、春扬、韩秀桃等人，瑑瑡 日后多成长为我国法律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为法律史研究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5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决定起动优秀研究成果奖的评定工作，迄今已经举行了两届。
首届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评选出两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和四个三
等奖，蒲坚、郭成伟、李雪梅、聂鑫等 10位学者获此殊荣，在 2015年沈阳年会上举行了颁
奖仪式。2019年，第二届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研究成果奖评定工作启动，设有两个一等奖、
四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和五个提名奖，周东平、高汉成等 19 位学者荣获该项奖励，在
2019年长春年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

2005年，经国家机关批准，以曾宪义先生的名义设立了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
金会。基金会资助开展各种类型的法学交流和研讨活动，对在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研究领域
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奖励; 并与教育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合创办 “中国法律文化研
究成果奖”，2008年至 2017年已评选 5 次，87 位学会会员获奖。同时，为鼓励法律史专业
在校学生潜心研究，“曾宪义法律史奖学金”于 2012年设立，迄今已成功评选了 4届，共 72
人次获奖。张晋藩先生法律史学术基金会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
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于 2010年共同设立了 “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奖”，每年评选一次，至今
已评选 8届，共 133人次获奖。

学会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合作平台，在学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中，学者
之间增进了友谊，切磋了学术思想，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据邱远猷先生在
1981年进行的统计，在学会成立之前的 30 年里，国内主要报刊所载有关法律史文章仅有
289篇。瑑瑢 而在过去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法律史学科发表的 CSSCI论文已达到 3000篇
以上。

学会前辈学者不仅对法律史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国法律史学科、中国法律
史学会赢得良好的声誉。2012年，中国法学会曾授予 25位老一辈法学家 “全国杰出资深法
学家”称号，以表彰他们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的杰
出贡献。曾任学会会长或执行会长的杨永华、张晋藩、陈鹏生荣获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称号。在 2017年 《中国法治建设特刊》评选出的 “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位法学家”中，
除上述 3位法律史学界的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外，另有王召棠、朱勇、杨一凡、吴玉
章、何勤华、俞荣根、韩延龙、严存生、吕世伦、杜钢建、高鸿钧等 11 位法律史学界同仁
被评为 “有突出贡献的法学家”。2019年，中国法学会再次评选出十位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
家”，曾任学会执行会长的张希坡、刘海年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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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在 1996年学会评选在校优秀法史研究生的过程中，各团体单位推选出的 12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分别为: 中
国人民大学胡旭晟、北京大学郑戈、中国政法大学李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赵姗黎、吉林大学徐丹、
南京大学董长春、复旦大学王志强、山东大学齐延平、安徽大学韩秀桃、西南政法大学李胜渝、华东政法大
学张德强、中南政法学院春扬。
参见注⑤，霍存福、吕丽、刘晓林书，第 25页。



五、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未来发展前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应当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瑑瑣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
文化新的辉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曾提出，“建设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瑑瑤 法律文化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确立，给中
国法律史学会及法律史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学会应该怎样再一次
站在时代潮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 一) 凝心聚力，传承学会优良会风
作为一个具有四十年历史的学术共同体，中国法律史学会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

色，“重学术、重开拓、重团结、重奉献”瑑瑥 的优良会风是学会得以发展兴旺的重要因素，
应该继续传承与发扬。中国法律史学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一直奉行 “学术至上”“开
拓创新”的理念，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学会因法律史学科的恢复重建及学术研究的开展而
诞生，伴随着法律史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强与蓬勃发展而壮大。组织学术交流是学会推动法
律史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事关学会生存发展的根本。“学术理想交通的工具，不外两
种: 一是刊物，一是集会。”瑑瑦 学会要继续以学术年会和专题会议为渠道，推动和引领法律
史学研究的发展，增强国际交流，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与水平; 同时要加大力度办好学会刊
物 《法史学刊》，将其打造成展示法律史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重要平台。

学界同仁的团结合作与无私奉献是中国法律史学会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力量源泉。作为一
个独立的民间学术组织，无论是学会大政方针的制定，还是领导机构的产生与换届，乃至学
会的一切运行，没有行政命令、没有官僚作风、没有长官意志，只有充分的民主协商、高度
的团结合作、思想的争鸣、意见的交锋、观点的碰撞。作为一个远离实务界的法律史研究团
体，学会自身存在着经费短缺、专职人员匮乏等 “先天不足”。学会能够快速稳定并蓬勃发
展有今日之繁荣，得益于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与奉献。从筹备与创立时起，学会始终遵循民
主协商模式，逐步形成了 “大家的学会大家办”瑑瑧 的办会传统。每年学术年会的正常召开，
不论是具体工作，还是经费支持，学会会员都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学会会员是法律史学研究
与创新的主体，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者，是法律史学科发展的建设者，更是学会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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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第 1版。
参见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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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 《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的意义》，载樊洪业、张久春选编: 《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09页。
同注⑤，第 20页。



顺利开展的基石。
( 二) 引领创新，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
与现行法律的疏离使法律史学科日渐处于法学学科的边缘地位，这种疏离使法律史研究

与学界认同的法学研究渐行渐远，甚至逐渐失去了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话语权，以至于法律史
学科在法学界的地位逐渐下降。相较于其他法学学科，法律史学科的边缘化现象进一步加
剧。法律史课程被压缩，学术论文难发表，重大项目难申请，重要奖项难获得，研究成果也
很难引起广泛的学术关注与社会反响，学科发展严重受限，遭遇巨大的困境与挑战，法律史
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法律史学会应引导学者多维度反思法律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
等，重视与现行法律的沟通，努力为法理学、部门法学等法学学科提供给养。法律史学作为
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个互补的知识系统，即历史学中的法律史和
法学中的法律史，两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瑑瑨 法律史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史料，而片面
地、为我所需地去凝练出一般理论。法律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要建立在法律制度、法律思
想、法律文化、法律文献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之上，广泛利用法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研
究方法，在尽可能还原 “历史”的基础上，揭示传统法律发展和成熟的一般规律，探究传统
法律的价值。传统法律源远流长，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发掘。这就需要学会组织、团结学
界同仁共同努力，完善新时代法律史学研究体系。中国法学会领导也很关注法律史学科面临
的困境，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曾多次呼吁法学各界应 “支持法
律史研究，扭转法史学边缘化空置化问题，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瑑瑩

( 三) 优化职能，推动学科发展及扩大对外影响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学会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通过对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的 《中国法律史教学基本要求》的制定，通过学会会刊 《法史学
刊》的主办，通过学会的评奖活动，通过对学会年会以及法律文化博士论坛、青年法史论坛
等学术会议与论坛主题的确定以及筹办工作的指导与管理等等，引导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侧
重点，把握学科发展的大方向。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学会与其各分支机构的沟通联络，增强学会的领导力、凝聚力与向
心力。学会与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各会员单位之间应及时沟通信息，使学会秘书处及时掌
握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包括相关高校的学术动态以及学术会议情况。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介绍学会的历史与工作成就，彰显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展现学者的著述与风采。学会已于 2019年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法律讲堂》栏目达成
《法律文化研究与传播战略合作备忘录》，筹备建立法律文化研究传播专家库，扩展法律文
化研究传播阵地，创新法律文化研究传播方式。另外，在秘书处的努力之下，学会的网站已
成功搭建，希望能越办越好。鉴于微信公众号快捷、强大的传播功能，学会也考虑筹建自己
的微信公众号，更加广泛地传播信息，扩大影响。学会还将进一步搭建传统法律文化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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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欣一: 《学科定位、史料和议题———中国大陆法律史研究现状之反思》，《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 2
期，第 134页。
张文显: 《在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 2019年会上的讲话》，https: / /www. chinalaw. org. cn /portal /article / in-
dex / id /26644. html，2020年 10月 25日访问。



传播平台，激励更多学者投身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扩大中国法律史学的社会影
响，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四) 薪火传递，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与扶持
法律史学研究需要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与一代一代学者的薪火传递。“从学术前辈艰辛

筑基与学术引领，到后继学者的薪火相传与突破创新，新一代中国法律史学者的任务，不仅
为往圣继绝学，还要开法治的新章。”瑒瑠 青年是法律史学科发展的未来与希望，青年强则法
史学强。老一辈学者始终关心青年法律史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如前所述，“张晋藩法律史学
基金会”和 “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鼓励法
律史学子的成长、促进青年研究力量的交流，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每年举办一届法律史优
秀学生论文征集活动，聘请学界前辈进行指导，并选出优秀论文刊登在 《新路集》中。曾宪
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特面向各级在校学生设立 “曾宪义法律史奖学金”，以鼓励和
支持法律史专业学子潜心学术研究，推动法律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学会还应继续加大力
度鼓励和支持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积极引导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一代对这个学科的兴趣，
为青年人搭建学术平台; 在学会主办的会议、刊物、奖项中，多给青年学者提供机会，提供
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助力其茁壮成长。

此外，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与扶持对于学会组织机构年轻化的推进也有重要意义。目前，
在第十届理事会 191位理事中，“75后”理事已经达到 56人，而其中 “80后”理事就有 21
人，甚至有 6位 “75后”学者当选为常务理事。未来的学会组织将进一步吸纳更多的青年
学者加入，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誉感，为学会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注入创新意识
与开放思维，注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张文显教授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就要
“注重对中华优秀法治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
努力探索符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突出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瑒瑡

他还进一步指出，“法律史，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提
振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的基础性工作，是弘扬优
秀法治文化、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性工作，意义
非常重大”。瑒瑢 张生会长也曾强调，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工
程之际，如何 “阐释建构，贯通古今”，为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提供文化支持，成为传承和
发展传统法律的时代主题。瑒瑣 法律史学科一方面要为法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源，探讨如何处理
好 “古今”“中外”“东西”的关系; 另一方面更要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为中国法学
进一步腾飞，为中国法治进一步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学术资源、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中国法
律史学会的重要职责与使命，是如何在全国法律史学界凝聚力量、搭建平台、促进交流、引
领方向、推进研究，使法律史学科在中国法学界甚至世界法学界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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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信经过法律史学界同仁的竭诚努力，
法律史学科将有广阔的前景和辉煌的未来。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senior scholars of legal history，with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set up China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 ( CILH) in Changchun in
September 1979． It was the first law academic group in China at that time，and also the first academic
association of legal history since modern times． Therefore，the establishment of CILH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link to unite the scholars of legal history in China，CILH has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40 years to lead the discipline of legal histor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
ars in legal history have been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working together and forging a-
head． They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exchange，publication，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aspects． They have formed a fine atmosphere of“emphasis on learning，develop-
ment，unity and dedication”，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is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history，academic prosperity，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a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 Subject of Legal History; Academic Ｒesearch of
Legal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Ｒ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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